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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考虑因素：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中的隔离医学观察（2020年 2月） 

这份简报针对在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背景下限制人类流动模式措施的设计和影响，提出了务实的考虑因素。

此类措施包括：医学观察：在传染病潜伏期中，将已密切接触传染病例的个人与其他人分隔开；医学隔离：将患有传染病

的人员和其他人分隔开，直至前者不再具有传染性；以及增加社交距离：限制个人间或大批人群聚集。1 此类措施可以是强

制性的（政府要求并强制执行），也可以是自愿性的（由政府建议而不是要求，或在社区或个人层面中衍生和实行）。 

在当前的COVID-19疫情期间，已采取了各种限制行动的措施来减低病毒的传播。武汉（疫情爆发的中心）和中国其它受影

响的城市都采取封城举措，不允许进出，其后在出现确诊病例的其它国家和地区中也采取了类似措施。许多国家和地区对

从中国返回的旅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同时也鼓励这些旅客自行居家医学观察。因此，持续评估针对COVID-19疫情而实施

隔离医学观察措施所带来的影响有其迫切性，包括不同类型的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在不同地缘政治地区如何影响疾病传播和

防控，以及这些措施在当地的接受程度。 

鉴于疫情不断发展，以及 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了“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制订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研究路线图”（2020 年 2

月），Anthrologica 为人道主义行动中的社会科学平台（SSHAP）编制了本简报，并由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发展研究所和

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事审阅。SSHAP对本简报的内容负上全责。 
 
 
总览采取隔离医学观察和行动限制的考虑因素 
 
• 规划隔离医学观察干预措施时应考虑伦理和人权原则。 

• 为了减低恐慌和情绪困扰，并提高大众对防疫措施的依从性，官方消息来源必须就隔离医学观察措施以及在隔离医学

观察期内如何减低感染提供清晰、最新、透明、前后一致的指引、信息和发言。 

• 在规划和实施隔离医学观察措施时，社区应聚焦于社会责任。要令到这些措施的实施获得接纳和充分理解，并因而更

有可能取得成功，必须与当地社区以及获得社区信任的正式和非正式权威人士和机构开展有建设性的接触。强行实施

应对措施，并与受影响社区缺乏沟通，可以导致恐惧、抵制和不遵从。 

• 各国政府有责任确保采取起码的标准，以减轻疾病传播的可能性，同时确保被隔离人员获得公平的支援服务，包括医

疗保健、财务、社会和社会心理支持服务，并满足食物、水和其它必需物品等基本需求。 

• 在制订和向大众交代隔离医学观察措施时，应优先考虑脆弱人群的需求。COVID-19的相关脆弱人群包括老年和已有多

种其它健康问题的人士，这些人更易罹患严重疾病。 

• 多种因素会影响不同人群遵守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的意愿和能力，这些因素包括措施如何发布和实施，以及它对社会经

济生活的影响，而对风险的主观印象、权威与责任感的存在，以及人们认为有需要采取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的迫切性也

有重大影响力。  

• 文化、政治、经济和地理因素会影响隔离医学观察的效力及其遏制传染病的可能性。为了加深理解这些因素，进行对

当地情况的快速评估可提供宝贵的资讯。快速评估既要评估促成有效隔离医学观察的背后原因，也要评估在特定地区

实施隔离医学观察可能出现的障碍和负面影响。这些信息同时考虑到对一般人群和特定人群在经济、社会和心理方面

的可能影响，有助设计最适当的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 应了解特定区域的社区和政治权力互动情况以及当地以往经历隔离医学观察的历史。在某些地区，隔离医学观察可能

容易被挪用（或令人怀疑被挪用）来遏制政治反对势力、加强歧视和侵犯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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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在疫症爆发期间限制行动的经验教训 
 
数百年来，隔离医学观察一直是防控可能在国内或国际间传播的流行病疫情的策略，而首个有文献记录的正式隔离医学观

察制度，则出现在 14 世纪瘟疫流行期间的意大利。2 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可以是强制性、自愿性或胁迫性的；可以由上而下

由国家主导，也可以由下而上由社区或个人推动。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结合运用这几种策略。以下各小节介绍了在不同

情况下推出各种措施的经验教训和最新案例，当中有不同程度的成效，并重点介绍可能有助成功实施的因素和取得的成果。 
 
影响依从性的因素：大众对措施的依从是成功和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前提。然而，它受多种因具体情况和文化而异

的因素所影响。对仍然健康的人群采取隔离医学观察和增加社交距离的措施，较针对患者的干预措施更难获得接纳或支持。

一些影响个人依从性的已知因素包括对健康威胁的了解、对领导者的信任、个人风险评估、社会和文化规范、社会和家庭

责任、生活状况以及职业和财务问题等。3 社区和个人的对干预措施的接受程度，可通过促进自愿遵守而不是强制执行而提

高。尽管对强制性措施的负面看法因文化和情况而异，在许多群体和文化中，对增加社交距离的措施的支持会随着强制执

行方法的增加而有所下降。4,5 以对发出指令人士或机构的信任为基础的公信力，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和人群里面和它们之

间都有所差异，并且受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的特定历史和经验所影响。过往遭遇歧视性政策和社会结构的经验可能会影

响大众是否遵守隔离医学观察措施。3,4 

个人风险评估和对隔离医学观察措施成效的主观印象也将影响个人遵从相关措施与否的决定。研究表明，人们对一项健康

威胁的忧虑越高，就越愿意改变自身的行为。5 如何理解一个疾病、当地确诊病例数目以及公共卫生传播策略和讯息发送方

式，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大众对风险的主观印象。3 社会和文化规范以及价值在个人依从性方面也发挥一定作用，因此应加

以考虑。有效的公共卫生讯息发送也应该考虑不同社会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理念有很不同的取态。此外，对隔离

医学观察和增加社交距离措施的接受程度因文化而异，因此，新的公共卫生措施应设法吻合其实施的环境。5 个人社交圈子

的影响和行为，以及家人、朋友、同辈、被信赖的社区领袖和知名人士（如明星）对措施的反应都可能影响个人决定是否

遵从相关措施。3 此外，如果医学观察措施令个人失去能力履行照料家庭成员的责任，则照料家庭成员的义务可能在个人决

定是否遵从这些措施中起较大作用。 
 
人们是否遵从公共卫生干预措施还取决于他们有没有能力了解现有的资讯并依照已实行的措施去做。3 个人必须拥有所需的

相关资源才能做到遵从；没有充足储粮或没有办法获取食物的人，可能会觉得较难去遵循限制他们出门上班和购买食物的

指引。6 人们可能也需要得到保证，如果实施了隔离医学观察措施，他们将得到支持去获取诸如日常所需的处方药等重要物

资。5 备灾水平（和对该水平的主观印象）会影响个人和社区是否遵从措施，而预先规划以及熟悉在隔离医学观察事态期间

需要采取的行动，也可影响社区对措施的反应。3 人们以往遭遇过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的经验，也可能正面或负面地影响他们

对隔离医学观察态度。 
 
伦理和人权问题：在北美，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在时隔五十多年后再次在 2003 年 SARS 疫情中实施，引发了有关隔离医学观

察的伦理和合法性的激烈辩论。7 隔离医学观察固然引起伦理方面的忧虑，包括它曾经是一种歧视性措施的不光彩历史，以

及它令受影响人群的一小部分人承受远高于其它人的沉重负担；但隔离医学观察要面对的更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群体权利

之间的矛盾。8,9 公共卫生官员（以及受隔离医学观察的人员）的两难困境在于，这些措施实际上要求个人承担保护集体的

重担。接受医学观察的个人要承担更大的受感染风险；如果他们未获提供足够的物资来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他们将面临

困境；他们一旦生病，可能无法平等地获得医疗卫生服务。对于那些接受居家医学观察的人来说，受感染者进一步感染其

它家庭成员的风险是造成这个两难困境的一大原因。因此，公共卫生官员有责任提供充分、准确、并可按之采取相应行动

的信息，以及有用的物资，让接受医学观察的个人能够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感染。应提供什么物资取决于具体情况，但可

能包括消毒和/或洗手用品，以及与医学观察区外人员通讯的工具。5,10,11 在当前的疫情中，接受医学观察的人员没有被建议

在大多数情况下佩戴口罩。12  

大多数民主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卫生法例允许在必要时实施隔离医学观察，尽管这样会限制人身自由。13 实施隔离医学观察

措施的伦理考虑因素可以包括：1）该措施有必要、有效且具有科学依据；2）该措施不是过度严苛的，并且对人身自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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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最低程度的侵害；3）人道的支持服务可以到位；以及 4）有公开的理据。9 在采用其它政府体制的国家中，国家强制实施

和执行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的能力受到较少法律掣肘，并可以集体利益在特定情况下高于个人权利这个更普遍的原则强制实

施这些措施。 
 
围绕对自由做成限制的措施的信息、错误信息和恐惧：2003 年多伦多 SARS 疫症爆发后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如果为个人

提供清晰、前后一致、相关、实用、和可按之采取相应行动的信息，他们更有可能信任当局并遵从居家医学观察守则。前

后矛盾和效果欠佳的讯息发送，以及对消息来源的不信任导致部分人不遵从相关守则。3 缺乏清晰和易懂的指引教导人们如

何降低在家中受感染的风险，加重了人们感受到的危险和恐惧。此外，许多卫生工作者要通过媒体报道才知道对他们发出

的医学观察令，令他们感到愤怒和非常不满。10  

在考虑如何将有关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的信息传达给受影响和高风险群体时，应顾及受众偏好和可用的传播方法、他们倾向

使用的语言和方言，以及教育和识字水平。3 此外，若公众可以参与公开对话，讨论如何采用合乎伦理原则的限制措施，以

及能跟社区和地方领袖合作，公众有更大可能接受隔离医学观察措施。7,3,14 在设计传播策略时，受众在态度和主观印象上的

细微差异也应被顾及。 
 
 
 
 

不同的隔离医学观察取向 
 
由上而下取向 
 

由上而下的取向可以涉及强制性措施或政府当局针对个人采取自愿行动而发布的建议。强制性措施包括由政府强制实施的

居家医学观察或宵禁；在酒店、医院、观察室或拘留中心等指定场所进行强制拘留；对整个地区、社区或城市进行隔离医

学观察；以及增加社交距离的措施，例如由政府强制实施的限制群众聚集、取消公共活动、关闭大众运输系统、旅行禁令

和限制，以及关闭学校、医院、工作场所、娱乐场所和住宅建筑物。10,14,15 
 
强制性居家医学观察：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和新加坡在 2002-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疫症爆发期间实施

了强制居家医学观察。医学观察被严格强制执行，包括使用监控摄像镜头以及对不遵守规定的严厉处罚措施，16 但措施的

成功部分可能归功于社会责任受到的珍视，让社区或国家/地区利益凌驾个人权利。Error! Bookmark not defined. 因此，严

格强制执行与文化中的责任观念相结合，导致人们普遍接受当局所采取的措施。在台湾地区，每天三次向接受医学观察的

人员送递食物，也可能有助促成遵从相关措施。在新加坡，政府为舒缓强迫性措施，通过发送透明和前后一致的风险讯息，

来教育公众了解采取医学观察的原因，减少负面标签，并照顾接受医学观察人群的财务、情绪和社交需求。17 与之相反，

在 2014-16年塞拉利昂爆发埃博拉疫症期间，食物和水的供应不足和延误，在分辨和治疗病例方面提供的援助有限，使得执

行强制医学观察十分困难，并且可能限制了措施的有效性。Error! Bookmark not defined. 对于居家医学观察，个人必须被

充分告知如何避免家居感染，并且获供应所需物资以便他们采取适当行动。 
 
在指定场所进行强制性医学观察：此类措施已在多次疫情中被使用，以分隔受感染者的已知或可能的接触者，包括来自疫

区的人员。例如，在西非埃博拉疫症爆发期间（2014-16 年），尼日利亚根据控制小儿麻痹症的经验，按受影响个人的特殊

需求量身定制医学观察安排，取得了良好效果。受影响的个人没有被要求在家中自行医学观察，而是根据他们特定的共同

生活安排（在学生宿舍中）和职业（（需要与很多人有密切接触）而要在指定的观察单位内接受医学观察。关键的是，拉

各斯州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建立观察单位，并为安置其中的人员提供充足的医疗护理。18 报告表明，这种医学观察形式的讯

息发送和细节均至关重要。一旦人们获得适当的生活安排、膳食、健康和心理护理，以及与其处境和相关风险有关的、及

时而准确的信息，便会更加接受和遵从医学观察措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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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医学观察：把限制应用到整个区域、社区或城市的做法曾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在利比里亚埃博拉疫症爆发的早期

（2014-16年），在蒙罗维亚的西点镇强制实施了区域医学观察，该镇有 12万人居住。在初步辨认确诊病例之后，利比里亚

军队将西点镇与该市其他地区分隔开来，拉起了带刺铁丝网，并防止人口流动。居民获告知该地区将实施医学观察至少 21

天，但没有进行公众咨询。社区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和水，由于无法进入工作场所而导致收入损失，也无法获得医疗护理

服务。社区只获有限物资去隔离和护理疑似病例和接触者。当人们作出反应，试图逃离该地区时，军队的回应是使用实弹。

该医学观察措施无助控制疫症传播，十天后便被搁置了。这次事件结束后，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得出结论，认为该医

学观察措施是一个错误，并断言：“现在，我知道人们的主人翁精神和社区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效果更好。我认为我们将铭

记这个经验。” 9 

然而，在其它例子中，社区医学观察却较为成功。 例如，在邦县，当局邀请当地领袖向社区传达埃博拉病毒病的信息，并

获取他们的合作。 Mawah 村的居民（约 800 人）被限制进出该村，而当人们对粮食和药品短缺以及社会心理支持需求表示

忧虑时，这些问题迅速获得解决。花时间让社区成员参与，并向他们提供信息，通过受到信赖的当地领袖开展工作，由他

们充当社区与地区卫生部门之间的有效联络人，均有助实施有效的社区医学观察。20 
 
增加社交距离：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学校在 2014-15年埃博拉疫症期间关闭，数百万学生因停课而失去了至少一

年的教育。塞拉利昂政府注意到这将对青少年做成影响，于是通过电台和电视授课。21 有限的电台信号接收/电视可及性妨

礙了这些计划的推行，学生也视它们为学校的劣质替代品，但这些政府这些认真的努力也赢得大众的赞赏。22 学校关闭衍

生出的问题超出教育的范畴；例如，利比里亚少女怀孕率上升被归咎于学生不用上学。23  

由于相关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关闭工作场所尚未被广泛实施以应对疫情。在澳大利亚，数学模型推演显示，关闭工作场所

在遏制流感传播方面将有一点效果，但必须关闭三分之一的企业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公共卫生效益和经济影响的成本效

益比必须被仔细评估。15  

关闭公共娱乐场所、限制公众聚会和体育赛事等其它措施在多种情况下被试用过，例如 2003 年北京 SARS 疫情爆发。24,25 

这些增加社交距离措施的影响是难以确定的，因为它们往往是一篮子被采用的干预措施之一。24,25  
 
由政府或国际机构发布建议所指导的自愿措施：国际机构或政府发布的建议可敦促公众自行实施居家医学观察、医学隔离

或宵禁，或限制旅行和流动。数学模型推演显示，与受感染者有接触的人士自愿性的自我医学观察是一种有点效用且可以

被接受的措施，尽管这种措施在其中一名家庭成员已经暴露于该疾病的情况下，确实会增加家庭内部传播疾病的风险，尤

其是当家庭成员共用房间和/或浴室。15,26 
 
由下而上取向 
 
在疫症爆发期间，当地社区常常自行衍生出控制疾病传播的方法。27 外来行动者（例如来自政府或国际社会的响应）与社

区之间必须存在相互理解和有效沟通，以便由上而下的建议或措施可以与由当地主导的行动产生协同效应。 
 
社区主导的强制性居家和区域医学观察：2000-2001 年乌干达爆发埃博拉疫症之后所进行的研究揭示，阿霍利人面对一个危

险的传染病时会遵循一系列规则。他们的行为有着生物医学上的合理性，当中涉及将患者隔离在位于社区边缘的一所房子

中，除一位该病的康复者可以为患者提供食物和护理之外，不允许其他人探访。出现病例的房子和村庄必须使用象草的长

杆来自我标示，而村里的每个人都应将活动限制在自己的房子或村庄内。他们还要遵循规定的饮食方式，尤其是肉类。28 

在社区凝聚力较强且领袖受到信任和尊重的情况下，这种基于先前经验的制度可能会十分有效。 
 
在利比里亚爆发埃博拉疫症期间（2014-16 年），一些社区的领袖制订了一种自愿方法，让疫症接触者限制自身的活动，并

接受每日体温检查，并要求外来人员在到达该社区后立即被识别。领袖和当地的“埃博拉特别工作组”为社区成员提供食物

和水。研究显示，由政府强制执行的全面医学观察，相比社区自决的行动较难获得社区成员的接受。29 这类例子以及在塞

拉利昂的类似经验显示，包括非正式机构（如酋长、青年和妇女组织）在内的各种地方公共权威可以领导有效的医学观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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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居家医学观察和行动限制：这可能被个人对受感染的恐惧、社会压力和常识所推动。事实证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具

有影响力，会对接触者施加压力，促使其自愿限制其活动或留在家里。在H1N1疫症爆发期间，海外中国留学生发起了一项

在线基层风险管理运动，敦促留学生推迟回国和/或回国后进行自我医学观察。身处中国大陆的人在互联网上发布了成千上

万的帖子，这些帖子辨认了最初的几例 H1N1 输入性病例，并把他们妖魔化为“自私”的人。4 亿中国人利用博客、论坛、即

时通讯网站和社交网站来收集和分享信息，并呼吁回国旅客在前往中国前后采取多项措施，包括保留交通票据以供有需要

时进行密切接触者追踪。 31 这将监督的重担从当局转移到个人身上，同时诉诸于中国的集体主义理念，将个人利益归入祖

国和社区利益之中。这样，它在鼓励许多海外留学生推迟回国，以及促使人们采取自愿行动方面被证明非常有效。14,31  

有充分的文献证明，人们在某些情况下选择自愿进行居家医学观察，是对冲着与某种疾病相关人群而来的社交回避或歧视

的一种对策。这种现象被描述为“胁迫性隔离”，曾在 2003 年 SARS 疫症爆发期间在美国和加拿大发生，当时亚裔群体“选

择”留在家里，以避免种族歧视和仇恨言论。14  
 
 
 
隔离医学观察和其它行动限制衍生出的问题 
 
社会影响：涉及限制行动的干预措施会干扰日常生活，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任何干预措施能否被大众接受取决于当

地情况、受措施影响的互动和行事模式，以及赋予这些模式多大的社会重要性。取消群众聚集的会影响一系列事情，从娱

乐和体育赛事，以至那些被视为如果不举行可能会有严重后果的神圣宗教活动、婚礼和葬礼。在某些当地情况下，人们可

能接受强制改变握手和亲吻等风俗习惯，但在另一些当地情况下，这种限制却可能令社会不稳定。6 限制某些群体或个人行

动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加剧现有的社会紧张局势、恐惧和不信任，并导致负面标签和歧视。Error! Bookmark not defined. 过去，公共卫

生措施曾经被挪用作对某些群体施行胁迫性措施的理由。即使情况并非如此，导致社区和特定群体丧失某些权利的措施也

可能被视为具压迫性，并激起抵抗；在当时或较早时候遭遇过暴力和不安全经历的地区以及在被边缘化的群体之中，这种

反应特别容易出现。Error! Bookmark not defined. 讯息发送和媒体也可以加剧对被归咎造成疾病传播的个人和群体的负面标签，这些

个人和群体包括旅客、行事方式和习俗被视为高风险的群体，以及包括医疗卫生工作者和接受隔离医学观察的人士在内的

已暴露于传染病的群体。17,31,32  

 

外来移民：外来移民通常缺少该地区其他居民享有的同等权利、社会支持结构和当地资源，而隔离医学观察可能进一步限

制外来移民享有平日的支持结构和服务的机会。例如，在中国大陆，户籍制度将来自该国其它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归类为

临时居民，并维持他们的永久性户籍在原居住地。33临时居民的身份使他们只能获得有限度服务。34 目前在武汉和中国其它

城市接受隔离医学观察的外来务工人员可能获得较本地居民少的医疗服务。  
 

社会心理影响：在传染病爆发期间，有许多因素会影响个人整体福祉和精神健康，但是研究显示，隔离医学观察，尤其是

长期（超过 10 天）的隔离医学观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困扰。35 在有关加拿大和台湾地区以隔离医学观察控制 SARS

的研究中，经常观察到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的症状，而隔离医学观察期较长和有经济困难与患病率上升有关联。36,37 由

于对被传染的恐惧以及与主观印象中的或真实的负面标签相关的隔离、孤独感、愤怒和消极情绪，接受隔离医学观察的人

经常出现焦虑和困扰。3,10,38,39 如果信息和沟通不足，这些情绪便会放大。 10 来自不同地方和不同疫症的文献记录表明，接

受隔离医学观察的人，当被要求指出曾接触者加以隔离时，会担心被埋怨，他们也担心会感染家人、朋友和同事，而他们

不自在的感觉还因为缺少书籍、音乐和洗漱用品等物资而加重。38 数据显示，获得社交支持、良好的邻里关系以及获得有关

疾病的清晰信息是在隔离医学观察情况下预防精神疾病的重要保障因素。10,37 接受隔离医学观察人员可以从他们信任并充分

了解情况的人那里获得足够的社会心理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认为面对面支持的风险太大，可以通过电话或其它通信

技术提供支持。可以接触报纸和电视或许会帮助人们保持与外界的联系感，尽管媒体中流传的错误信息（如上所述）也可

能会造成问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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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影响：隔离医学观察可以造成即时的财务困难，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2 如果没有保障措施，

收入损失可能会成为遵从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的重要障碍。在 2003 年 SARS 爆发期间的多伦多，收入损失是不遵从隔离医学

观察措施的主要原因之一。3  一项 2006 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台湾地区和美国开展，有关人们对增加社交距离和

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的态度的调查发现，40-66％的受访者表示会非常担心因不能上班而得不到收入或失去工作或业务。3,5 父

母可能因为停课而要留在家里或为儿童看护付费。40 个人也可能要支付医疗保健和预防措施的费用，而且正如据报最近发

生在武汉的情况，随着隔离医学观察区物资变得稀缺，价格可能会上涨。11收入保障、病假、远程办公和错峰上班等措施可

以减少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的经济影响，41 而向受疫症影响的人提供财政援助也能收到相似效果。17 确保被要求为了公共利益

而暂时牺牲个人自由的个人和家庭，能够获得可负担的预防和医疗服务和物资，也是很重要的。  

隔离医学观察还会给企业带来主要是负面的经济影响；员工缺勤会降低生产力，而增加社交距离措施则会减少业务往来。

哪些行业受到的打击最大，取决于具体疫情。例如，禽流感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很小，但导致中国肉类和家禽价格骤

跌，损失超过 400亿元人民币。42  

隔离医学观察对全球宏观经济的影响较难估计。正式和自愿隔离医学观察会打击旅游业、交通和零售业。据估计，SARS 造

成的全球经济损失为 300至 1000亿美元，估计中国和东南亚的 GDP分别下降了 1％和 0.5％。42 然而，对疫情进行数学模型

推演发现，虽然增加社交距离措施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很高，但这通常远低于疫情失控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在某些情况下，

此类措施可能是限制疾病传播最有效的策略。40,43 此外，采取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的时机亦被发现是影响成本效益的重要因素。

一项针对特定疾病的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如果适当和有效，那么越早实施效果越好，并且可能更节省成本。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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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如果您对有关COVID-19疫情的响应有直接要求，包括获取简报、工具、更多的专业技术知识或远程分析，或者希望加入顾

问网络， 请向 Olivia Tulloch（oliviatulloch@anthrologica.com）和 Santiago Ripoll（s.ripoll@ids.ac.uk）发送电子邮件以联系

“人道行动中的社会科学平台”。平台关键联络点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nnaqvi@unicef.orgg）、世界卫生组织

（falerom@who.int）、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obretta.baggio@ifrc.org）以及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研究社会科

学小组（nina.gobat@phc.ox.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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